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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 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人的“助攻”。在人机合作风险决策的过程中, 人工智

能是否会助长人类的冒险行为, 以及人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如何发挥作用, 这些问题亟待澄清。为了考察人−机合作

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 进行了 4 个实验。结果发现: (1)不管与人合作, 还是与人工智能合作, 个体都比

单独做决策时更保守; “人−机”合作比“人−人”合作时, 个体更冒险。(2)个体在合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任部分中介了

“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人机合作时,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更大, 从而在风险决策中更冒险。(3)成功反

馈时, 人机合作情景下, 个体更多将责任归于自己,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失败反馈时, 人机合作与“人−人”合作之间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差异不显著,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的中介作用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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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广泛应用

于涉及风险决策的领域, 如自动驾驶、医疗决策、

投资决策等。在许多场景中, 人类将与人工智能联

合行动、共同决策。人工智能充当的角色不再仅是

工具, 而成为人类的“助攻”。例如, 在多人在线战

斗竞技游戏比赛中, 人工智能“助攻”能够快速分析

游戏地图中的各种信息, 然后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

策, 如提醒人类何时躲避敌方的偷袭。同时, 人类

玩家也会向人工智能“助攻”传达自己的意图, 比如, 

想要进攻某一路线。人工智能“助攻”就能结合自己

分析的数据, 提出更合理的进攻策略, 人类玩家和

人工智能“助攻”相互配合, 共同提高比赛胜率。这

种人工智能与人密切合作, 以完成联合任务的过程, 

即人机合作(Lei & Rau, 2021a)。在这种人机合作中, 

人工智能是否会助长人类的冒险行为呢？进一步

地, 人工智能可能会使个体的自我增强, 在人机合

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更强。那么, 人工智能是否

会通过提升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进而助长其冒

险行为呢？目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 亟待澄

清。研究人工智能对个体冒险行为的影响及其中介

机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人机合作中人工智能对

人类行为的影响, 包括可能的消极影响, 同时为更

有效地人机合作决策提供相应的建议。因此, 本研

究旨在比较“人−机”合作和“人−人”合作对个体风

险决策的影响, 并探究个人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如何

发挥作用。 

1.1  人机合作与风险决策 

合作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群体为达

到共同目的而协同活动 , 为实现某种特定的目标 , 

心理和行为相互配合、彼此协调共济的一种互动的

行为方式(Decety et al., 2004)。人机合作指的是人工

智能与人密切合作 , 以完成联合任务(Lei & Rau, 

2021a)。人机合作有多种方式 , 一种合作方式是 , 

人在人机合作中占主导地位, 这是最常见的人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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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Duan et al., 2019; Haesevoets et al., 2021)。

如人工智能辅助决策, 由人来做最后的决定。然而, 

这种由人主导的人机合作团队往往会受到人的决

策偏见(例如过度自信、赌徒谬误等)的影响, 难以

实现最优决策(Mittal, 2022; Xiong et al., 2023)。与

此相反的一种合作方式是, 人工智能在人机合作中

占主导地位(Yue & Li, 2023)。另一种合作方式是, 

人和人工智能在合作中具有平等的地位, 通过对双

方的选择进行平均, 来整合双方的决策(Xiong et al., 

2023)。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升级, 人与人工智能平等

合作方式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 本研究中人机

合作是指人与人工智能具有平等地位的合作。 

以往关于“为他人决策”的研究表明, 个体为他

人决策时比单独自己决策时更加风险回避(Bolton 

et al., 2015; Charness & Jackson, 2009; Wang et al., 

2018)。Bolton 等人(2015)的研究中, 一种条件是被

试单独决策, 另一种条件是被试为自己和另外一名

伙伴做决策, 结果发现, 在后一种条件下, 个体更

保守。Charness 和 Jackson (2009)研究结果表明当

个体代表其他人做出决策时比独自决策时更保守。

Wang 等人(2018)比较了为群体决策和为个体决策

的差异, 结果发现, 个体代表群体决策比单独决策

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当个体为群体做出决策时, 意

识到自己对团体收益负有责任使得个体的选择更

加 谨 慎 , 更 加 厌 恶 风 险 (Atanasov & Kunreuther, 

2016)。 

以往关于“两人一起决策”的研究表明, 个体与

他人一起决策时比单独决策时同样会更加风险回

避。唐伟超(2017)采用仿真气球任务结果发现, 两

人共同决策(两个人经过充分的讨论并达成一致意

见之后, 做出打气或停止打气的选择)、两人轮流决

策(两人在无沟通的情况下, 轮流做出打气或停止

打气的选择 )这两种条件下均比独立决策条件下 , 

个人更规避风险。He 等人(2012)以夫妻为被试, 结

果发现, 在夫妻两人共同决策(对每个选择进行讨

论并达成一致)和单独决策的比较研究中发现, 双

人共同决策更倾向于风险规避。当个体的决策不仅

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还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时, 个

体会变的更保守(Bolton et al., 2015)。与单独做决策

相比, 当与其他人一起合作决策时, 个体会因为考

虑到对群体/他人的利益的责任 , 从而更加风险回

避。据此 , 不管是“人−机”合作还是“人−人”合作 , 

个体都会比单独决策时更倾向于风险回避。 

假设 1a: 个体在单独决策时比“人−人”合作、

“人−机”合作时更倾向冒险。 

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SCT) 

(Turner et al., 1987)将自我类别分为三个层次: 最

高层关注人类与其他种群的区别, 中间层关注自我

所在的内群体与外群体区别, 最低层关注个体作为

群体内成员与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区别。机器人毕竟

是与人类不同的实体。因此, 人们更多将人类成员

知觉为内群体, 而将人工智能看成外群体。大量研

究表明个体对内群体成员存在偏好, 相比于外群体, 

人们更容易帮助内群体成员(Hewstone et al., 2002; 

Levine et al., 2005), 观看内群体成员受灾的图片比

观 看 外 群 体 成 员 受 灾 的 图 片 更 容 易 有 助 人 意 愿

(Forgiarini et al., 2011)。一项通过社会困境来探究

合作行为的研究发现, 尽管人们认为卡通狗计算机

代理更可爱和更信任, 但是更愿意与真人和类人计

算机代理伙伴合作(Parise et al., 1996)。个体更重视

人类合作伙伴而不是机器成员 (Gombolay et al., 

2015)。有研究发现将机器人作为群体成员, 会导致

内群体认同的下降, 而且群体中机器人的数量越多, 

内群体认同更低(Savela et al., 2021)。因此, 与“人−

人”合作相比, 当人与人工智能进行合作时 , 个体

对内群体的认同相对要低, 个体会较少地考虑对群

体和群体成员的责任, 故可能会更冒险。 

假设 1b: “人−机”合作比“人−人”合作条件下, 

个体更倾向冒险。 

1.2  人机合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对风险决策

的影响 

社会认知中主体能动性—社会关系性双重视

角 模 型 (Dual Perspective Model of Agency and 

Communion)认为, 对自我、他人和群体的认知可以

分为两大类: 与主体能动性(agency)有关的(例如目

标实现和完成任务功能)、与社会关系性(communion) 

相关的(例如关系维护和乐于助人、仁慈等社会功

能) (Abele & Wojciszke, 2014)。据此, 本文认为, 在

人机合作中, 个体的责任知觉可以区分为知觉到的

主体责任(即在合作中个体对于目标实现和完成任

务所承担的责任)和社会关系责任(即在合作中个体

为他人所承担的责任)。 

群体共同完成任务时, 每个群体成员所分担的

责任会由于分散到各个成员身上而减小, 即责任分

散(Darley & Latane, 1968)。责任分散使得每个人所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会减小。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来说

是外群体, 个体更重视人类合作伙伴而不是人工智

能(Gombolay et al., 2015)。因此, 当人与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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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时, 责任分散的程度可能会减少。也就是说个

体在人机合作中比人−人合作时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更大。例如, Hinds 等人(2004)要求被试与合作伙伴

收集组装各种物体所需的零件, 实验中操纵了合作

伙伴的属性和地位, 被试需要评价他们感到自己对

任务绩效有多大责任。结果表明, 与类似机器的机

器人合作相比, 个体在与类人的机器人合作时, 知

觉到对任务的责任更小。也就是说, 当机器人更像

人的时候, 个体更愿意把完成任务的责任分给合作

伙伴,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减小。 

假设 2: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vs.

人−人)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人机合

作比“人−人”合作时,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更大, 

从而在风险决策中更冒险。 

1.3  人机合作结果反馈与风险决策 

人机合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任与结果成败有

关(Kim & Hinds, 2006; Lei & Rau, 2021b)。以往研

究发现人们将好的结果归于自己, 而将坏的结果归

于外部因素, 即自我服务偏差(Miller & Ross, 1975)。

据此, 在成功结果反馈下, 人们会认为自己对结果

承担更大的责任。人工智能对于人类来说是外群体, 

与人工智能合作(vs.人−人合作)时, 个人可能会认

为自己对结果承担的责任更大。以往关于人−机合

作中积极结果反馈的研究也大都发现, 人们将更多

的责任归于自己, 而不是人工智能。例如, You 等人

(2011)要求个体先重复机器人的动作, 然后机器人

会给予评价, 如果获得积极反馈, 个体归因于自己, 

如果获得消极反馈, 个体则归因于机器人。Lei 和

Rau (2021b)考察了人机合作中对不同地位机器人

的责任归因, 结果发现, 积极结果反馈条件下, 不

管机器人的地位如何, 个人都认为更多归因于自己。 

以往关于消极结果反馈的研究结论却与自我

服务偏差不完全一致(Franklin et al., 2022)。有的研

究发现 , 人们将更多消极结果的责任归于人工智

能。Kim 和 Hinds (2006)发现, 当护士跟机器人一

起合作, 出现意外时护士将大部分的责任归因于机

器人。被试会避免将很多失败责任归咎于与人相似

的机器人, 但会归于类机的机器人, 类机器人可以

减少用户的责任归因和内疚感 (Matsui & Koike, 

2021)。在人和机器人组成的群体中, 当失败时, 机

器人成员比其他人类成员受到更多的谴责(Lei & 

Rau, 2021b)。然而, 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 出现消

极结果时, 人们对自己和人工智能承担的责任没有

显著差异, 甚至表现出对人工智能更多的宽容。例

如, 要求被试对人机共驾情境 AI 司机或人类司机

的责任进行评分, 结果表明积极结果下, 人们对人

工智能司机会有更多的赞扬, 消极结果下对人类司

机和机器人司机的责任归因无差异 (Hong et al., 

2021)。Awad 等人(2019)研究发现相比于只有一个

驾驶员的情况下, 当人机共享控制车辆的情况下犯

错时, 公众归咎于机器的责任会减少。根据自我归

类理论, 人工智能是不同于人类的外群体。即使结

果失败, 人机合作时(与人−人合作相比), 个人可能

会认为自己对结果承担的责任更大。 

这样, 虽然不管成功反馈还是失败反馈, “人−

机”合作都会比“人−人”合作条件下个体知觉到的

主体责任更大, 但是成功反馈下, 个体在人机合作

时知觉到的责任会更大。因此, 我们推测, 结果反

馈调节了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和“人−人”

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假设 3: 结果反馈调节了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

“人−机”和“人−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的

中介作用。具体来说, 成功反馈比失败反馈时, 个

体在“人−机”合作比“人−人”合作时知觉到的主体

责任更大, 从而会更冒险。 

2  实验 1: 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
策的影响 

2.1  实验 1a 

2.1.1  被试 

从某大学共招募到 100 名大学生, 剔除 11 名不

相信实验真实性的被试, 有效被试 89 名。其中男生

26 名, 女生 63 名。平均年龄为 19.35 岁, 标准差为

1.55 岁。使用 G*power 3.1 计算研究所需样本量

(Faul et al., 2007), 被试内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效应

量 f = 0.25, 统计检验力 1 − β = 0.80, α = 0.05, 测量

次数 = 3, 计算样本量为 28 人。 

2.1.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 , 分为三个水平“人−

机”合作, “人−人”合作、无合作伙伴(控制组), 因变

量为个体冒险水平 , 通过仿真气球冒险任务测量 , 

以未打爆气球的平均打气次数来衡量。 

2.1.3  实验程序 

(1)合作情景的操作。被试来到实验室之后, 被

告知这是一项风险决策任务, 接下来被试将通过抽

签的方式确定完成风险决策任务的方式, 选项有三

种: 与人合作、与机器人合作、独自完成(控制条

件)。① “人−机”合作情境下, 被试被告知: “你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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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是在隔壁机器人实验室的机器人(实验室门

口张贴机器人实验室字样), 你们将共同完成打气

球任务, 你们在实验中的收益和损失将会共同承担, 

我们会根据收益的多少按一定的比例为你们现场

发放报酬, 你的伙伴也会得到相应的报酬”。抽签结

束后 , 被试在电脑上点击空格键开始实验。根据

Posard 和 Rinderknecht (2015)的做法, 合作情境下

屏幕上显示连接进度百分比的“旋转轮”图像(见图

1), 下方配文字“请等待 , 我们正在与你的伙伴进

行连接”, 本研究中进度“旋转轮”显示了 10 秒, 连

接成功后屏幕显示: “连接成功！请为你们的团队起

一个名字, 并写下一句话为你们的团队加油”。之后, 

被试完成打气球任务。② “人−人”合作情景下, 被

试被告知合作伙伴是在对面实验室的人类伙伴(实

验室门口张贴人类实验室)。之后, 被试完成打气球

任务。③控制组条件下屏幕中不出现进度“旋转轮”, 

指导语如下: “你将独自完成打气球任务, 你将自己

承担在实验中的收益和损失, 我们会按照收益的多

少按一定比例给你报酬”。通过抽签对三种合作情

境的顺序进行了平衡。 
 

 
 

图 1  合作情景的操作 
 

(2)仿真气球冒险任务(BART,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 

在 BART 任务中, 屏幕上会呈现一个模拟的气

球, 被试只需要按键, 就能逐渐吹大这个气球, 每

次吹气球都有一定的收益, 同时也伴随着气球爆破

的风险, 气球越大意味着获得的收益越大, 但也会

有更高的爆破风险, 如果气球被吹爆, 该气球的收

益便为零。被试可以选择继续以追求更大的收益, 

也可以随时停止吹气球来保存现有的收益。该任务

需要被试连续地做出决策, 为了更大的收益继续冒

险还是停止冒险以获得当前的收益。BART 任务中, 

“未爆气球的平均打气次数”是衡量风险偏好的主

要行为指标, 未打爆气球的平均打气次数越高, 被

试越偏好冒险。未爆气球平均打气次数 = 未爆气

球总打气次数／未爆气球的个数。为了避免气球因

为随机打爆而出现打一下就爆炸的情况, 本研究结

合实际情况和实验目的, 设置最小打爆次数为三下, 

本研究气球的打爆次数量程为 3~30 下, 每充一次

气球的收益为 0.5 元。本研究采用未爆气球的平均

打气次数作为被试冒险水平的衡量指标, 被试与合

作伙伴一起完成打气球任务, 最后按照团队共同受

益, 按一定比例折合现金奖励。 

(3)检验合作情境是否操作成功。参照前人的操

纵检验(Posard & Rinderknecht, 2015), 在研究结束

时询问被试: 你认为你的合作伙伴是真实的人类或

机器人、是否相信该实验情境的真实性、以及团队

的名字。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剔除 11 名不相信该

实验情境的被试。 

(4)实验结束后, 对被试表示感谢, 发放报酬。 

2.1.4  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合作对象(与人合作、与机合作、

控制组)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 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结果显示: F (2, 176) = 33.44, p < 0.01, η2
p = 0.28, 

进一步事后检验显示, 与人合作时个体冒险水平最

低(M = 7.84, SD = 2.79), 显著低于与机器人合作时

的冒险水平(M = 9.33, SD = 3.36), t(88) = −6.94, p < 

0.001, d = 0.74; 与机器人合作时的冒险水平显著

低于控制组的冒险水平(M = 9.92, SD = 3.43), t(88) = 

−2.51, p = 0.014, d = 0.27; 与人合作时的冒险水平

也显著低于控制条件下的冒险水平, t(88) = −6.43, 

p < 0.001, d = 0.68。三种合作情景下个体冒险水平

的描述统计见图 2。 
 

 
 

图 2  实验 1a 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冒险水平 
注: 中心白点表示平均数, 黑色的方块表示四分位数的范围 

 
2.2  实验 1b  

实验 1a 中, 被试与合作伙伴之间并没有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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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b 进一步在互动情景下考察人机合作对个体

风险决策的影响。 

2.2.1  被试 

从某大学招募参加者 151 人, 其中男生 39 名, 

女生 112 名。平均年龄为 20.99 岁, 标准差为 2.45

岁。使用 G*power 3.1 计算研究所需样本量(Faul  

et al., 2007), 效应量 d = 0.50, 统计检验力 1 − β = 

0.80, α = 0.05 时, 双侧独立样本 t 检验需要的样本

量为 128 人。 

2.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 , 分为两个水平 , 即

“人−机”合作, “人−人”合作, 因变量为个体冒险水

平, 通过仿真气球冒险任务测量, 以未打爆气球的

平均打气次数来衡量。 

2.2.3  实验程序 

(1)合作情景的操作。被试来到实验室之后, 被

告知这是一项在线互动的风险决策游戏, 接下来被

试将被随机分到两种不同的合作情境: 与人合作、

与机器人合作。“人−机”合作情境下 , 被试被告

知 :“您好 , 本轮游戏你的同伴是人工智能机器人

Alpha03, 接下来你将和他共同完成本轮的打气球

游戏, 你们同步完成游戏, 互相可以看见对方的选

择。你可以按“F”键充气, 按“J”键停止打气, 每充一

次气(即按“F”键一次)会获得 0.5 元的奖励, 气球在

充气的过程中随时会爆炸, 如果气球爆炸, 你们在

该气球上的当前收益会被清零, 随后进入下一轮打

气球。在气球未爆炸前的任意一个时刻, 你均可以

通过按“J”键停止充气 , 以保存当前气球的收益 , 

并进入下一轮实验。整个过程将呈现 30 个气球, 最

后我们将把你和同伴各自在游戏中的收益合并在

一起求平均, 按一定的比例折算成现金奖励发放给

你们。如果已理解任务要求 , 请按空格键开始实

验”。根据 Posard 和 Rinderknecht (2015)的做法, 合

作情境下屏幕上显示连接进度百分比的“旋转轮”

图像(见图 1), 本研究中进度“旋转轮”显示了 10 秒, 

连接完成后, 屏幕上呈现待充气的气球, 被试开始

游戏。②“人−人”合作情景下, 被试被告知合作伙伴

是系统随机匹配的人类同伴, 其他与“人−机”合作

条件下相同。实验界面如图 3 所示。 

(2)仿真气球冒险任务(BART,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 

仿真气球冒险任务同实验 1a。该任务需要被试

连续地做出决策: 为了更大的收益继续冒险还是停

止冒险以获得当前的收益。屏幕左边呈现被试的选 

 
 

图 3  人机互动情景下的风险决策 
 

择(停止打气或继续打气), 屏幕右边呈现合作伙伴

的选择(停止打气或继续打气)。合作伙伴的选择是

由程序设定好的随机选择。每一轮打气球游戏中, 

被试先进行停止或打气的选择, 等被试做出选择后, 

屏幕右半部分立即呈现合作伙伴的选择。 

(3)检验合作情境是否操作成功。为了对合作进

行操纵检验 , 要求被试回答“在实验任务中 , 你的

合作同伴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同伴”。 

(4)操作检验后, 被试完成正式游戏, 并填写人

口学信息问卷。实验结束后, 对被试表示感谢, 发

放实验报酬。 

2.2.4  结果分析 

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见图 4)表明, “人−机”合作

条件下个体的冒险水平(M = 10.77, SD = 3.23)显著

高于“人−人”合作条件(M = 8.99, SD = 3.49), t(149) = 

3.24, p = 0.001, d = 0.53。 
 

 
 

图 4  不同合作对象的冒险水平 
 

2.3  实验 1 讨论 

实验 1a 结果发现, 个体单独决策时冒险水平

最高, 显著高于与人合作、与机器人合作, 与研究

假设一致。这说明在合作情景中, 不管是与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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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合作还是与人类合作, 个体的冒险水平都会比自

己单独决策时更低。可能的原因是, 在合作情景下, 

个体的决策不仅影响到自己, 还会影响到合作伙伴, 

万一失败了会使合作伙伴的收益减少, 从而冒险水

平降低。实验 1a 和 1b 结果均发现, 个体在与人工

智能合作时的冒险水平显著高于与人合作时, 与研

究假设一致。这说明, 同样是合作情景下, 与人工

智能合作时, 个体的冒险水平高于与人合作时, 可

能的原因是, 机器人不是人类, 对于人类来说是外

群体, 个体在与机器人合作时, 较少考虑对合作伙

伴的责任, 从而冒险水平相对较高。以往的研究表

明, 伙伴亲疏关系影响会风险决策的结果, 有研究

对比了独自决策、亲密情侣在场、普通人在场时的

个体冒险水平, 结果发现亲密情侣在场使个体最保

守 , 其次是与普通人共同决策 , 独自决策最冒险

(Silva et al., 2020)。 

3  实验 2: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
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的
作用 

实验 2 将进一步考察人机合作影响个体冒险行

为的中介机制。 

3.1  被试 

在某大学招募被试 199 人, 其中男生 47 人; 与

人合作组 105 人, 男生 22 人, 与机器人合作组 94

人, 男生 25 人, 平均年龄为 19.71 岁, 标准差为

2.45 岁。借鉴 Schoemann 等人(2017)探究中介效应

所需样本量的计算方法, 5000 次抽样, α, β 和 c 路径

大小设置为 0.35、0.25、0.1 (中等大小), 结果发现, 

至少需要 145 名被试, 才能使统计检验力达到 80%。 

3.2  实验设计 

采 用 被 试 间 实 验 设 计 , 自 变 量 为 合 作 对 象

(“人−人”合作、“人−机”合作), 中介变量为知觉到

的主体责任, 因变量为个体的冒险水平, 通过仿真

气球冒险任务测量, 以未打爆气球的平均打气次数

为指标。  

3.3  实验流程 

实验 2 流程见图 5。 

(1)合作情景操纵 

“人−机”合作和“人−人”合作情境操作方法同

实验 1a。 

(2)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测量 

采用 Hinds 等人(2004)编制的“人−机”合作中的

责任感问卷来测量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该量表共 5

道题, 例如, “你认为出色的完成这项任务是你的责

任”“你认为这项任务是你的事情”。1~7 点评分, 得

分越高 , 被试知觉到在该任务中承担的责任越大 , 

反之则越小。三名心理学研究生对原始英文版问卷

进行翻译, 综合讨论后确定中文版问卷, 并由相关

领域专家回译。对中文版量表进行单因素验证性因

素分析, 拟合指标如下: χ2/df = 2.214, RMSEA = 

0.078, NFI = 0.969, RFI = 0.922, IFI = 0.983, TLI = 

0.956, CFI = 0.982, GFI = 0.983。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 0.731, 符合心理测

量学要求。 

(3)风险决策 

实验采用仿真气球冒险任务, 实验程序同实验 1。 

(4)感觉寻求测量 

为了对被试的风险偏好特质进行控制, 我们采

用赵闪(2004)编制的中国版大学生感觉寻求问卷。

该问卷由两个因子构成: 兴奋和冒险寻求因子、去

抑制因子, 共包含 36 个项目, 例如“爬陡峭的山”。 

3.4  结果分析 

3.4.1  不同合作情景下个体的冒险水平和知觉到

的主体责任 

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示, 与机器人合作(M = 

 

 
 

图 5  实验 2 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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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SD = 3.24)比与人合作(M = 8.55, SD = 2.55)

冒险水平更高, t(197) = 6.69, p < 0.001, d = 0.95。与

机器人合作(M = 5.06, SD = 0.57)比与人合作(M = 

4.15, SD = 0.37)时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更大 , 

t(197) = 13.41, p < 0.001, d = 1.88。不同合作情景下

个体冒险水平和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描述统计见图 6。 

3.4.2  知觉到主体责任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了考察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合作情景对个

体冒险水平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 我们首先进行了

三步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1, 从方程 1 可以看到, 合

作对象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冒险水平(β = 0.42, t = 

6.52, p < 0.001)。从方程 2 可以看到, 合作对象显著

正向预测知觉到的主体责任(β = 0.69, t = 13.32, p < 

0.001)。从方程 3 可以看到, 加入知觉到的主体责

任以后,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显著正向预测个体冒险

水平(β = 0.23, t = 2.59, p = 0.01), 合作对象对个体

冒险水平的直接效应依然显著(β = 0.26, t = 3.00, p = 

0.003)。因此,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合作对象对个

体冒险水平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 中

介效应检验发现, 中介效应值为 0.1572, 95%的置

信区间上不包括 0, 95% CI = [0.0573, 0.2849], 中介

效应显著,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占比为 37.36%。中

介作用分析结果见图 7。 

3.5  实验 2 讨论  

实验 2 结果发现,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

机”合作(vs.“人−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起

部分中介作用, 与“人−人”合作相比, 个体在人机

合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更大, 认为合作任务是个

人的义务和责任, 因此更冒险, 支持了假设 2。前人

研究也发现, 与机器人合作时个体承担较多的责任 
 

 
 

图 6  不同合作情境下个体冒险水平和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表 1  合作对象、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对个体冒险水平影响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 平均打气次数) 方程 2 (因变量: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方程 3 (因变量: 平均打气次数)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常数   2.37 2.93**   0.38 8.98***   2.78 1.09 

年龄 −0.002 0.09 −0.03 0.03 0.01 0.55 −0.01 0.09 −0.13 

性别 −0.16 0.50 −2.44* −0.12 0.08 −2.38* −0.13 0.50 −2.00* 

感觉寻求 −0.01 0.03 −0.12 −0.03 0.004 −0.62  <0.001 0.03 −0.01 

合作对象 0.42 0.43 6.52*** 0.69 0.07 13.32*** 0.26 0.59 3.00**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0.23 0.45 2.59* 

F F (4, 194) = 12.86*** F (4, 194) = 47.16*** F (5, 193) = 11.93*** 

R² 0.21 0.49 0.24 

注: 合作对象为虚拟变量, 1 = 人工智能, 0 = 人。控制变量为年龄、性别、感觉寻求。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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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知觉到主体责任的中介作用 
注: 合作对象为虚拟变量, 1 = 人−机合作, 0 = 人−人合作。* p < 0.05, *** p < 0.001 

 

(Hinds et al., 2004)。以往关于责任感对风险决策的

影响研究发现, 责任感越大, 风险决策越保守。例

如, Wang 等人(2018)的研究中, 一种条件下, 被试

单独作风险决策 , 另外一种条件下 , 被试代表他 /

她所在的三人群体作风险决策, 结果发现, 对群体

成员的责任感会使代表群体决策比个体决策更保

守。Bolton 等人(2015)的研究中, 一种条件是被试

单独作风险决策, 只影响自己的收益, 另一种条件

是被试为自己和另外一名伙伴作风险决策(决策不

仅影响自己的收益还会影响到伙伴的收益), 结果

发现, 在后一种条件下, 对伙伴的责任感使个体更

保守。本研究发现, 个体在合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

任更大, 风险决策中更冒险, 与以往研究结果不一

致。这与责任感的定义不同有关。本研究中的责任

感是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即在合作中自己所分

担对于完成任务的责任, 而不是指为伙伴决策的社

会关系责任。在合作中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越大, 

更倾向认为合作任务是个体自己的责任, 因此更倾

向冒险 , 而为伙伴做决策的社会关系责任感越大 , 

更会担心影响其他人的收益, 因此个体在风险决策

中越谨慎。 

4  实验 3: 结果反馈在人机合作对
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作用 

在实验 2 的基础上, 实验 3 进一步考察了结果 

 

反馈在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4.1  被试 

在某大学招募被试 199 人, 其中男生 47 人; 与

人合作组 105 人, 男生 22 人, 与机器人合作组 94 人, 

男生 25 人, 平均年龄为 19.71 岁, 标准差为 2.45 岁。

使用 G*power 3.1 计算研究所需样本量(Faul et al., 

2007), 在两因素被试间设计的方差分析中 , 效应

量 f = 0.25, 统计检验力 1 − β = 0.80, α = 0.05, 计算

需要样本量为 128 人。 

4.2  实验设计 

采用 2 (合作对象: 人−机、人−人) × 2 (结果反

馈: 成功反馈、失败反馈)被试间实验设计, 中介变

量为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因变量为个体的冒险水平, 

通过仿真气球冒险任务测量, 以未打爆气球的平均

打气次数为衡量个体冒险水平的指标。 

4.3  实验流程 

实验 3 流程见图 8。 

(1)合作情景操纵 

自变量合作情景操纵方法同实验 1a。 

(2)结果反馈 

在实验 2 的基础上, 对第一轮任务的结果进行

反馈, 将团队的平均成绩与所有参加该实验团队的

平均成绩对比, 作为结果反馈的依据。高于平均成

绩为成功反馈, 在第一轮收益的基础上获得额外的

报酬奖励; 低于平均成绩为失败反馈, 在第一轮团 

 
图 8  实验 3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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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收益的基础上扣除一部分收益作为惩罚。 

(3)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测量 

知 觉 到 的 主 体 责 任 问 卷 改 编 自 Hinds 等 人

(2004)和 Lei 和 Rau (2021b)人机合作中的责任归因

问卷, 采用其中测量对自己责任归因的 5 道题目。

例如“在这项任务中我贡献了大部分好的 /坏的表

现 ” “ 我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要 对 团 队 的 成 功 / 失 败 负

责？”问卷为 1~7 点评分, 得分越高, 被试在该任务

中知觉到的主体责任越大, 反之则越小。该问卷在

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 0.957。  

为了控制结果反馈后被试情绪对风险决策的

影响 , 结果成败反馈之后被试填写正负情绪问卷

(PANAS) (Watson et al., 1988; 黄丽 等, 2003)。该

量表由正性情绪分量表 10 道题和负性情绪分量表

10 道题两部分组成, 共 20 道题, 如: “感兴趣的、心

烦的”, 1~5 评分 , 分别计算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

得分。 

(4)仿真气球冒险任务 

结果反馈后, 被试完成仿真气球冒险任务同实

验 1, 以未打爆气球的平均打气次数衡量个体冒险

水平。 

(5)为控制个体特质冒险倾向的影响, BART 任

务结束后填写感觉寻求问卷, 同实验 2。 

4.4  结果分析 

4.4.1  不同结果反馈、合作对象对个体冒险水平的

影响 

以个体冒险水平为因变量, 将个体的性别、年

龄、感觉寻求、积极和消极情绪作为协变量, 2 (合

作对象: 人、机) × 2 (结果反馈: 成功、失败)完全

随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 合作对象的主效应显著 , 

F(1, 190) = 25.55, p < 0.001, η2
p = 0.12, 与机器人合

作时个体的冒险水平(M = 11.82, SD = 3.23)显著高

于与人合作(M = 9.31, SD = 3.04); 结果反馈的主效

应不显著, F(1, 190) = 0.03, p = 0.871, 成功反馈下

的个体冒险水平(M = 10.87, SD = 2.98)和失败反馈

下的个体冒险水平(M = 10.12, SD = 3.70)无显著差

异。合作对象和结果反馈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1, 

190) = 0.62, p = 0.432。成功反馈时, 与机器人合作

时个体冒险水平(M = 11.88, SD = 2.79)显著高于与

人合作时的个体冒险水平(M = 9.85, SD = 2.83), 

t(98) = −3.60, p = 0.001, d = 0.72。当失败反馈时, 

与机器人合作时个体冒险水平(M = 11.76, SD = 

3.70)同 样 显 著 高 于 与 人 合 作 时 的 个 体 冒 险 水 平  

(M = 8.81, SD = 3.16), t(97) = −4.28, p < 0.001, d = 

0.85 (见图 9)。 

4.4.2  不同结果反馈和合作对象对知觉到的主体

责任的影响 

以知觉到的主体责任为因变量 , 将个体的性

别、年龄、感觉寻求、积极和消极情绪作为协变量, 

2 (合作对象: 人、机) × 2 (结果反馈: 成功、失败)

完全随机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合作对象的主效应显

著, F(1, 190) = 10.69, p = 0.001, η2
p = 0.05, 与机器

人合作时知觉到的主体责任(M = 4.72, SD = 0.98)

显著高于与人合作时的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M  = 

4.32, SD = 0.74); 结果反馈的主效应显著, F(1, 190) = 

18.01, p < 0.001, η2
p = 0.09, 失败反馈时知觉到的主

体责任(M = 4.74, SD = 0.82)显著高于成功反馈时

(M = 4.29, SD = 0.89); 合作对象和结果反馈的交 
 

 
 

图 9  不同结果反馈与合作情景下的冒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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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显著, F(1, 190) = 6.82, p = 0.010, η2
p = 0.04。

从图 10 可以看到, 成功反馈时, 与机器人合作时知

觉到的主体责任(M = 4.64 SD = 1.00)高于与人合作

(M = 3.93, SD = 0.57), t(98) = −4.38, p < 0.001, d = 

0.86; 失败反馈时, 与机器人合作时知觉到的主体

责任(M = 4.81 SD = 0.93)与“人−人”合作时(M = 

4.68, SD = 0.71)无显著差异, t(97) = −0.77, p = 0.441。 

4.4.3  结果反馈的调节作用分析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观点, 检验有调

节的中介模型需要对三个回归方程的参数进行检

验: (1)方程 1 估计调节变量(结果反馈)对自变量(合

作对象)与因变量(冒险水平)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2)方程 2 估计调节变量(结果反馈)对自变量(合作

对象)与中介变量(知觉到的主体责任)之间关系的

调节效应; (3)方程 3 估计调节变量(结果反馈)对中

介变量(知觉到的主体责任)与因变量(冒险水平)之

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自变量(合作对象)对因变量

(冒险水平)残余效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见表 2), 

结果反馈与合作对象的乘积项对知觉到的主体责

任作用显著(β = −0.18, t = −2.61, p = 0.01), 对个体

冒险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6, t = 0.94, p = 

0.35), 结果反馈和知觉到的主体责任的交互项对

冒险水平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13, t = 0.07, p = 

0.07), 说明结果反馈在合作对象对知觉到的主体

责任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路径的前半部分)。有调节

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见图 11。 
 

 
 

图 10  不同结果反馈与合作对象下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N = 199) 

预测变量 
方程 1 (因变量: 冒险水平) 方程 2 (因变量: 知觉到主体责任) 方程 3 (因变量: 冒险水平)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常数 0.003 0.07 0.04 −0.01 0.07 −0.15 −0.03 0.07 −0.44 

年龄 −0.01 0.07 −0.12 0.01 0.07 0.20 −0.01 0.06 −0.17 

性别 −0.10 0.07 −1.47 −0.07 0.07 −1.05 −0.08 0.07 −1.21 

感觉寻求 0.06 0.07 0.84 −0.01 0.07 −0.15 0.07 0.06 0.03 

积极情绪 0.14 0.07 1.86 0.14 0.07 1.87 0.10 0.07 1.36 

消极情绪 −0.09 0.07 −1.22 −0.05 0.07 −0.70 −0.09 0.07 −1.31 

合作对象 0.34 0.07 5.05*** 0.22 0.07 3.28** 0.30 0.07 4.50***

结果反馈 −0.02 0.08 −0.20 0.33 0.08 4.36*** −0.09 0.08 −1.20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0.25 0.07 3.57***

结果反馈×合作对象 0.05 0.07 0.79 −0.18 0.07 −2.61** 0.06 0.07 0.94 

结果反馈×知觉到的

主体责任 
            

0.13 0.07 1.82 

F F (8, 190) = 5.67*** F (8, 190) = 5.13*** F (10, 188) = 6.50*** 

R² 0.19 0.18 0.26 

注: 控制变量为年龄、性别、感觉寻求、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均为标准化数据。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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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注: 合作对象为虚拟变量, 1 = 人−机合作, 0 = 人−人合作。** p < 0.01, *** p < 0.001 

 

进一步通过 Bootstrap 法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检验(Hayes, 2018)。选择模型 7, 以合作对象为自

变量(与人合作 = 0, 与机器人合作 = 1), 个体冒

险水平为因变量 ,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为中介变量 , 

结果反馈(成功反馈 = 0, 失败反馈 = 1)为调节变

量, 将性别、感觉寻求、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作为

控制变量。结果显示(见表 3), 成功反馈下, 知觉到

的 主 体 责 任 的 中 介 作 用 显 著 95% CI [0.0246, 

0.1622], 失败反馈下,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的中介作

用不显著 95% CI [−0.0329, 0.0607], 结果反馈调节

了知觉到的主体责任的中介作用。 
 

表 3  成功/失败反馈下知觉到的主体责任的中介效应 

中介变量 结果反馈 effect BootSE BootCI 下限 BootCI 上限

知觉到的 

主体责任 

成功(0) 0.0821 0.0354 0.0246 0.1622 

失败(1) 0.0094 0.0233 −0.0329 0.0607 

 

简单斜率分析(见图 12)表明, 在成功反馈下, 

“人−人”合作和“人−机”合作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

任有显著差异(β = 0.40, t = 4.34, p < 0.001), 与“人−

人”合作条件相比 , 人机合作条件下 , 个体知觉到

的主体责任更大。失败反馈下, “人−人”合作和“人−

机”合作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无显著差异 (β = 

0.08, t = 0.78, p = 0.43)。在失败反馈下, 无论合作

伙伴是机器人还是人, 被试都倾向于自己为团队的

失败承担更多的责任。 
 

 
 

图 12  结果反馈的调节作用 

4.5  实验 3 讨论 

实验 3 发现, 结果反馈调节了知觉到的主体责

任在“人−机”和“人−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

中的中介作用。成功反馈下, 与“人−人”合作相比, 

人机合作条件下,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大, 知觉

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

起中介作用; 失败反馈下, “人−人”合作与“人−机”

合作条件下,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没有显著差异,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

响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部分支持了假设 3。本研

究发现, 在成功反馈下, 人机合作时, 个体承担的

责任更强, 这与自我服务归因偏差(Miller & Ross, 

1975)一致 , 也与以往人机互动中发现的结果一致

(Kim & Hinds, 2006; You et al., 2011; Matsui & 

Koike, 2021; Lei & Rau, 2021b)。然而, 本研究发现, 

在失败反馈下, “人−人”合作与“人−机”合作条件下,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没有显著差异。失败反馈下, 

无论与人合作还是与机器人合作, 个体自己均承担

较多的责任, 可能与个体对机器人的包容有关(毕

竟机器人不是人类), 也可能与个体对自己的信心

有关。例如, Chong 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 是对自

己的信心, 而不是对 AI 的信心影响了被试对 AI 建

议的接受, 当被试接受人工智能的建议并得到负面

反馈的时候, 他们会将 AI 的责任归咎于自己, 责

怪自己未能检测到 AI 错误。 

5  总讨论 

本研究从人机合作中主体责任的视角出发, 通

过 4 个实验, 考察了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

响及其机制, 结果发现: 第一, 不管与人合作, 还

是与人工智能合作 , 都会比单独做决策时更谨慎; 

“人−机”合作比“人−人”合作时, 个体会更冒险。第

二, “人−机”合作比“人−人”合作时更冒险, 部分通

过了个体在合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任的中介作用。

具体说 , 个体在“人−机”合作中比“人−人”合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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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到更多的个人主体责任, 更倾向于把合作任务

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因此更冒险。第三, 结果反馈

调节了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

决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成功反馈下, 与“人−人”

合作相比, 人机合作时, 个体承担更多责任, 知觉

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

的中介作用显著; 失败反馈下, “人−人”合作与“人−

机”合作相比,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没有显著差

异,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

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5.1  人机合作使个体更倾向冒险 

实验 1a 和 1b 结果均发现, 个体在与人工智能

合作时的冒险水平显著高于与人合作时, 与研究假

设一致。可能的原因是, 机器人对于人类来说是外

群体, 个体在与机器人合作时, 较少考虑对合作伙

伴的责任, 从而冒险水平相对较高。以往研究表明, 

伙伴关系会影响风险决策的结果。有研究对比独自

决策、亲密情侣在场、普通人在场时的个体冒险水

平, 结果发现亲密情侣在场使个体最保守, 其次是

与普通人共同决策, 独自决策最冒险(Silva et al., 

2020)。 

5.2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与结果反馈在人机合作

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作用 

实验 2 结果发现,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

机”合作和“人−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起

部分中介作用, 与“人−人”合作相比 , 在人机合作

中个体知觉到主体责任更大, 因此更冒险, 支持了

假设 2。以往关于责任感对风险决策的影响研究发

现, 责任感越大, 风险决策越保守。例如, Wang 等

人(2018)的研究中, 一种条件下, 被试单独做决策, 

另外一种条件下, 被试代表他/她所在的三人群体

做决策, 结果发现, 对群体成员的责任感会使为群

体决策比个体决策更保守。Bolton 等人(2015)的研

究中, 一种条件是被试单独做决策, 另一种条件是

被试为自己和另外一名伙伴做风险决策, 结果发现, 

在后一种条件下, 对伙伴的责任感使个体更保守。

我们认为不同的研究结果与对责任感的定义不同

有关。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中主体能动性—社会关

系 性 双 重 视 角 模 型 的 研 究 (Abele & Wojciszke, 

2014), 区分了两类责任感 , 即主体责任和社会关

系责任。主体责任指在合作中个体自己对于目标实

现和完成任务所承担的责任; 社会关系责任指在个

体在合作中为他人所承担的责任。本研究从主体责

任的视角, 考察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而以

往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关系责任的视角出发。在合作

中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越大, 更倾向认为合作任

务是个体自己的责任, 因此更倾向冒险, 而为伙伴

做决策的社会关系责任感越大, 更担心影响其他人

的收益, 因此个体在风险决策中更保守。 

实验 3 发现结果反馈调节了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在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成

功反馈下 , 与“人−人”合作相比 , 人机合作时个体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大,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

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显著。这与自

我服务归因偏差(Miller & Ross, 1975)一致, 也与以

往人机互动中的结果一致(Kim & Hinds, 2006; Lei 

& Rau, 2021b; Matsui & Koike, 2021; You et al., 

2011)。本研究发现, 失败反馈下“人−人”合作与“人

−机”合作条件下, 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没有显著

差异, 无论与人合作还是与机器人合作, 自己均承

担较多的责任,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个

体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这可能与个

体对机器人的包容有关(毕竟机器人不是人类), 也

可能与个体对自己的信心有关。例如, Chong 等人

(2022)的研究发现, 当被试接受人工智能的建议并

得到负面反馈的时候, 他们会将 AI 的责任归咎于

自己, 责怪自己未能检测到 AI 错误。另外, 失败

反馈下无论与人合作还是与机器人合作, 自己均承

担较多的责任, 可能与社会赞许效应有关(巩金培 

等, 2021), 失败反馈下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得到更多

好的评价; 其次, 可能与金额的奖励幅度有关, 本

研究采用仿真气球冒险任务, 属于金额较小的金钱

领域的风险决策, 未涉及大数额的奖励, 研究表明

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会随着奖赏幅度的增加而减

小(徐四华 等, 2013; Xu et al., 2018)。 

5.3  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 

第一, 在当前人工智能与人类共生的时代, 人

机合作使人更冒险还是更保守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目前关于人机合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合作时, 人们

对人工智能的感知、接受度、满意度等, 例如, 有

学者发现, 与机器人作为竞争对手时相比, 机器人

作 为 合 作 伙 伴 时 加 强 了 人 对 机 器 人 的 能 力 感 知

(Oliveira et al., 2020)。然而, 较少考察人机合作中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人的风险行为。本研究发现, 比

起与人合作, 人机合作时个体更冒险, 并且个体知

觉到的主体责任起到部分中介, 拓展了人机合作的

研究领域。 

第二, 当前关于责任感与风险决策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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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 有的研究发现, 责任感越强, 风险决策越

保守(Atanasov & Kunreuther, 2016; Bolton, et al., 

2015; Charness & Jackson, 2009; Wang, et al., 2018); 

有 的 研 究 发 现 , 责 任 感 越 强 , 风 险 决 策 越 冒 险

(Hinds et al., 2004)。我们认为, 这与责任感的定义

不一致有关。基于社会认知中主体能动性—社会关

系性双重视角模型(Abele & Wojciszke, 2014), 本

研究区分了两类责任感, 即主体责任和社会关系责

任。主体责任指在合作中个体自己对于目标实现和

完成任务所承担的责任; 社会关系责任指在合作中

个体为他人所承担的责任。在合作中个体知觉到的

主体责任越大, 更倾向认为合作任务是个体自己的

责任 , 因此更倾向冒险 , 而社会关系责任感越大 , 

更会担心影响其他人的收益, 因此个体在风险决策

中越倾向风险规避。本研究从主体责任的视角, 考

察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不同于以往研究大

多从社会关系责任的视角出发(Wang et al., 2018; 

Bolton et al., 2015)。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决

策情景下人机合作中个体的责任感, 有助于解释当

前关于责任感与风险决策的不一致研究结果。 

本研究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未来人工智能

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决策中, 与人类共同决策, 

联合行动。研究人机合作对人们风险决策的影响, 

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人机合作对人类冒险行

为的影响, 在人机合作时做出更优决策。 

5.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首次从主体责任的视角考察人机合作

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 揭示了人机合作对个体风

险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然而,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 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首先, 本研究人

机合作是在实验室中创设情境实现的。实际生活中, 

当人与人工智能相处时间更长, 如司机与自动驾驶

机器人长时间相处, 医生长期使用人工智能诊断设

备。长时间地人机合作会人们的冒险行为产生怎样

的影响呢？未来可以采用更真实的情景进一步考

察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 

第二, 人机合作影响风险决策的机制需要进一

步澄清。本研究发现个体在合作中知觉到的主体责

任在人机合作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

介作用。除此之外, 人机合作影响个体风险决策的

机制还有哪些？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第三, 人机合作影响风险决策的边界条件还需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 人工智能决策的准确率

可能会影响人机合作中个体的风险决策。未来需要

进一步研究人工智能决策的准确率在人机合作风

险决策中的作用。另外, 研究表明风险决策存在领

域特异性, 如健康−安全领域、道德领域、社交领

域等(岳灵紫 等, 2018)。本实验任务仅涉及金钱风

险决策领域。一些人可能在金融投资上偏好高风险

以追求高回报, 而在健康决策领域则可能更加保守, 

倾向于选择风险较低的选项。因而不同领域中人机

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的影响也可能会不同。未来研

究可以运用更多样的决策任务探索不同领域中人

机合作风险决策。最后, 本研究中的被试总体上男

生占比相对较少, 未来需要进一步扩大男生样本。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 4 个实验得到以下结论: (1)不管与

人合作, 还是与人工智能合作, 个体都会比单独做

决策时更保守; “人−机”合作比“人−人”合作时, 个

体更冒险。(2)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部分中介了人

机合作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即个体在“人−机”合作

中比“人−人”合作时 , 知觉到更多的主体责任 , 从

而更冒险。(3)结果反馈调节了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

人机合作对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成功

反馈下, “人−机”合作比“人−人”合作, 个体知觉到

的主体责任更多,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

个体风险决策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失败反馈下, “人

−人”合作与“人−机”合作时个体知觉到的主体责任

没有显著差异, 知觉到的主体责任在人机合作对个

体风险决策影响中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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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sk decision-making involves choices made by individuals when they are uncertain about future outcomes. 

With advancemen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I can now assist humans in making decisions. For instance, 

human drivers and AI drivers cooperate to carry out driving tasks, human doctors and AI doctors can collaborate 

on medical decisions. Currently, it is unclear how AI affects individuals’ risk decision-making during such 

collaborations, which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human-AI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studying the 

impact of human-AI cooperation on individuals’ risk decision-making is essential. 

In Experiment 1a, a total of 100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one university. Employing a 

within-subject design,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partner type (i.e., human-human cooperation, human-AI 

cooperation, or no partner), while the dependent variable measured individuals’ risk decision-making using the 

Balloon Analogue Risk Task (BART). In Experiment 1b, a total of 151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another 

university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two conditions: human-human cooperation and human-AI cooperation. As 

in Experiment 1a, the dependent variable remained the same.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dividual 

agentic responsibility, Experiment 2 recruited 199 participants from a university. This experiment utilized a 

between-subjects design, with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being the partner type (i.e., human-human cooperation 

or human-robot cooperation). Individual agentic responsibility was assessed by measuring the extent to which 

participants assu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tasks, an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individuals’ risk levels as 

measured by the BART. Experiment 3 further explor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utcome feedback. Participants 

received feedback based on their BART performance in Experiment 2, categorized as success or failure,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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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ed their perceived agentic responsibility before completing the BART again.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a and 1b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i.e., without cooperation) 

exhibited the highest risk-taking behavior, while those engaged in human-AI cooperation took greater risks than 

those in human-human cooperation. Results from Experiment 2 demonstrated that individual agentic 

responsibil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of human-AI cooperation on individuals’ risk decision-making. 

Specifically, participants reported a higher sense of agentic responsibility in human-AI cooperation compared to 

human-human cooperation, which contributed to increased risk-taking. Experiment 3 revealed that outcome 

feedback significantly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dividual agentic responsibility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human-AI cooperation (versus human-human cooperation) on individuals’ risk decision-making. Notably, 

under success conditions, participants attributed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o themselves in human-AI collaboration 

compared to human-human collaboration. Conversely, under failure condition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ollaboration.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collaboration with AI can enhance an individual's propensity for 

risk-taking. Moreover, the influence of human-AI cooperation, compared to human-human cooperation, on 

individuals’ risk decision-making is mediated by a sense of individual agentic responsibility and moderated by 

outcome feedback. These findings offer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nsight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holds substantial 

practical implications by aiding individuals in understanding how collaboration with AI impacts their risk-taking 

behaviors. 

Keywords  human-AI cooperation, human-human cooperation, risk decision making, perceived agentic responsibility, 

outcome feedback 

 

 


